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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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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我国 2011—2018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

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会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效

率，在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呈现出“倒 U型”结构特征。随着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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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一种投资风险高、周期长和不确定性强的项目，技术创新离不开稳定的金融资源支持。但传统金融服务存在的诸多不

足严重影响了企业资金可得性，限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如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普惠金融向数字化方向发展，普惠金融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一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具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使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支

付、转账、信贷等金融服务或交易。2010 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进入了以金融科技为主的全面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

业务相结合共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向全面化。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呈现出服务范围更广，服务对象更加大众化、平民化，风

险把控更加精准等特征。以上特征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范围，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为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已有研究认为：在宏观经济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影响（张勋等，2019；汪亚楠等，2020）。

在微观经济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居民消费差距（吕雁琴和赵斌，2019），居民创业（谢绚丽等，2019）等，会通过破解金

融错配难题来促进企业和地区技术创新，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和金融发展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强（梁榜和张建华，2019；

唐松等，2020）。但也有研究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更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技术创新（聂秀华，2020）。 

金融发展是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Ang,2011）。技术创新项目的高风险特征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常会使

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由此引致的金融资源错配会导致技术创新效率低下（Chowdhury & Min,2012）。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

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等方式为技术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进而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解维敏和

方红星，2011；贠菲菲等，2019）。 

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已有研究较少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是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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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鉴于此，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可能的边际

贡献在于：第一，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二，立足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不平衡的现实状况，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第三，考虑到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效率

提升的阶段性特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结构性影响。 

二、研究假设 

（一）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技术创新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以下途径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效率：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优化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推动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借助服务、场景等优势，能够及时有效地为受到传统金融服务排斥的“长尾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为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进而有利于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贷款成本和减

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使金融机构有效地判断借款人的信

用等级，减少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为其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

而有助于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与传统金融服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天然不受时空限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地

区间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能够通过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综上，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提升本地区技术创新效率，而且还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二）数字普惠金融、异质性与地区技术创新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种渠道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产生影响。覆盖广度是指数字普惠

金融的可及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越大，金融服务的触及性越强，企业就越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其所需的金融资源来开展

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其次，使用深度根据实际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量来衡量。多类型数字金融服务发

展提高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也为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资金和资源的支持。最后，数字化程度是指数字普惠

金融的便利化、信用化与实惠化。快捷的移动支付、无抵押品的信用支付和低成本的信用贷款无一不体现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数

字化优点。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资金的靶向性，进而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产生影响。 

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资源禀赋等方面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具体

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要素资源更丰富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更加完善，金融资源能够通过完善的金融市场合理配置到

其所需要的地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效率起着“锦上添花”的作

用。而对于初始禀赋条件相对较差、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完善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数字普惠金融为这些地区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

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并且在中西部地区驱动作用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滞后，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十分有限。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服务能够缓解

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而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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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金融资源能够较为合理的配置。对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来说，金融资源不是促使其快速提高的关键因素。因此，数字普惠

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边际作用会有所下降。此外，数字金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也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

作用。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4。 

假设 4：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倒 U型”的结构特征。 

在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在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时期，技术创

新所需资金的配置扭曲程度相对较高，创新主体会因为资金限制而无法开展创新活动。在这一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在

更大程度上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而当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不断提高时，金融资源配置也趋于合理，资金问题可能不是

限制其提高的主要因素。仅仅依靠金融这一方面很难提高技术创新效率，需要多方面因素共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此，提

出研究假设 5。 

假设 5：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随着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减少。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设定如下形式的

实证模型： 

 

其中，yit 为技术创新效率指标，xit 为数字普惠金融和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

投资、基础设施等控制变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μ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使用以下两种权重矩阵进行实证分析：（1）地理权重矩阵； 

 

其中，dij为 i市与 j市之间的距离。 

(2）经济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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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i表示 i市 2011—2018年人均 GDP的均值。在基准分析中，使用行标准化后的地理权重矩阵进行回归分析。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测算属于多投入多产出问题，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地区技

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借鉴 Tone(2001）提出的 DEA-SBM模型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本文选取科教支出和科研人员数量

作为投入指标，专利授权量作为产出指标，计算得出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此外，计算出 CCR 和 BCC 模型下的技术创新效率用作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采用郭峰等（2020）编制的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代理变量。此

外，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子指标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异质性影响。 

表 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技术创新效率（SBM） 上文测算 eff 2200 23.2517 18.5313 

技术创新效率（BCC） 上文测算 bcc 2200 27.6745 20.2570 

技术创新效率（CCR） 上文测算 ccr 2200 15.7996 17.8518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上文定义 index 2200 155.8651 62.0142 

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 上文定义 width 2200 146.2161 59.3106 

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 上文定义 depth 2200 154.1239 65.2457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指数 上文定义 digit 2200 190.8938 80.9656 

政府干预程度 财政支出/GDP gov 2200 17.0451 8.3649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second 2200 48.0518 11.6355 

人力资本水平 中学生在校人数 edu 2200 20.4589 24.3113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pgdp 2200 6.4506 3.6107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fdi 2200 206.1185 504.9566 

基础设施 人均道路占有面积 basic 2200 5.0731 6.3823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地区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 2011—2018年 275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城市专利数据

来自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年）》。其余数据来自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数据库。在选定 2011 年为基期的基础上，对名义变量进行了价格指数平减，并

对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在实证分析中，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1。 

（三）空间相关性分析 

对 2011—2018年技术创新效率和数字普惠金融进行 Moran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技术创新效率和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的 Moran指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样本期内各城市技术创新效率和数字普惠金融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表 2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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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技术创新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 

2011 0.052*** 0.034*** 

2012 0.050*** 0.058*** 

2013 0.077*** 0.044*** 

2014 0.098*** 0.012*** 

2015 0.087*** 0.047*** 

2016 0.067*** 0.039*** 

2017 0.063*** 0.029*** 

2018 0.051*** 0.048***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四、实证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表 3 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基准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表 3 第一列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数

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使用空间杜

宾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3 第二列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拓宽金融服务范围，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为技术创新效率

的提升提供资金和资源的支持，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中所提出的假设 1。表 3后两列分别报告了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模型结果比较稳健。 

表 3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面板模型 空间杜宾 模型 空间自回 归模型 空间误差 模型 

lnindex 
0.423*** 

（0.049） 

0.220*** 

（0.0714） 

0.073** 

（0.031） 

0.275*** 

（0.064） 

w1×eff  
0.888*** 

（0.029） 

0.880*** 

（0.028） 
 

w1×e    
0.903*** 

（0.026） 

w1×lnindex  
-0.034 

（0.1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200 2200 2200 2200 

 

注：括号内为变量系数的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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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杜宾模型下，技术创新效率空间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周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会通过知识扩散等溢出

效应提高本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数字普惠金融空间项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34，但在 5%的水平下不显著，说明数字

普惠金融不会对周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通过互联

网等渠道跨时空地为本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改善本地区金融市场环境，提升本地资金的可及度和使用效率，进而提高本地技术

创新效率；另一方面，在短期内金融资源有限，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与本地区金融市场形成竞争，金融行业的过度

竞争会导致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会进一步挤出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资金，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技术创新活动的

支持力度，进而抑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综合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外溢效应并不显著。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可以使用偏微分将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解成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表 4 报告

了空间杜宾模型下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通过表 4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

但数字普惠金融的间接效应并不显著，说明本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受益于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表 4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index 
0.228*** 

（0.073） 

1.452 

（1.394） 

1.680 

（1.3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二）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的异质性影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考察数字普惠

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5。从表 5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覆盖广度能

够显著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这也验证了理论分析中的假设 2。而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这两个指

标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尚处于发展初期，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够完

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水平较低（汪亚楠等，2020），因此两者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 

表 5分维度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lnbread 
0.100*** 

（0.034） 
  

lndepth  
0.071 

（0.051） 
 

lndigit   
-0.042* 

（0.023） 

w1×eff 
0.886*** 

（0.029） 

0.886*** 

（0.029） 

0.887*** 

（0.029） 

w1×lnbread 
-0.282* 

（0.151） 
  

w1×lndepth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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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w1×lndigit   
0.090 

（0.0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200 2200 2200 

 

考虑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差异，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进行回归

分析，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数字普

惠金融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但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这与假设 3 相符合。而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创新要素相对匮乏、制度环境相对较差，虽

然数字普惠金融为西部地区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其他方面的不足可能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

促进作用。从空间效应上看，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三个地区内部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外溢性。

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 

表 6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nindex 
-0.026 

（0.176） 

0.597*** 

（0.130） 

-0.041 

（0.105） 

W1×eff 
0.777*** 

（0.049） 

0.729*** 

（0.055） 

0.780*** 

（0.046） 

W1×lnindex 
0.330 

（0.326） 

-0.354 

（0.238） 

0.243 

（0.2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784 800 616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将 275个城市划分为四类 2：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

城市和小城市。对不同规模城市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特大城市和小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特大城市金融发展水

平高，多样的金融服务基本可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另一方面，特大城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水平相对

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因此，在特大城市数字普惠金

融无法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而在小城市中，受到初始禀赋和技术创新要素的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可能无法对技术创新效率

产生显著影响。 

表 7城市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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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lnindex 
-0.496 

（1.868） 

0.623*** 

（0.205） 

0.385*** 

（0.127） 

0.063 

（0.096） 

W1×eff 
0.238* 

（0.128） 

0.821*** 

（0.046） 

0.843*** 

（0.040） 

0.753*** 

（0.046） 

W1×lnindex 
-1.982 

（2.327） 

-0.616 

（0.389） 

0.034 

（0.238） 

-0.272 

（0.19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0 568 752 800 

 

为了验证假设 4，本文使用 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模型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将数字

普惠金融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形式的门槛模型： 

 

其中，γ为门槛值，xit为控制变量，μi为地区固定效应，I为指示函数。在对门槛模型回归之前，首先要检验门槛变量是

否存在门槛效应，表 8 报告了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在 5%的水平下存在两个门槛值。说明应该采用双门

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 8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 

变量 

门槛 

个数 
RSS F值 p值 5% 临界值 1% 临界值 

lnindex 单一门槛 132.042*** 169.810 0.000 85.860 102.485 

 双重门槛 128.243*** 64.930 0.000 37.440 46.717 

 三重门槛 125.786 42.810 0.8267 83.579 92.158 

 

表 9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eff 

lnindex(lnindex<4.656) 
0.182*** 

(0.040) 

lnindex(5.501>lnindex≥4.656 ) 
0.244***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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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index(lnindex≥5.501) 
0.205*** 

(0.038) 

控制变量 是 

固定效应 是 

样本量 2200 

 

使用门槛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从表 9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存在 4.656 和 5.501 两个门槛值，

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三个区间内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从数字普惠

金融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小。随着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有所提高。而当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

率的影响程度又有所减少。表 9的回归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倒 U型”的影响特征，验证了假设 4。 

为验证假设 5，使用分位数回归来研究不同分位数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做法，本文选取 5

个代表性的分位数点（0.1、0.25、0.5、0.75、0.9）进行分析说明 3。表 10报告了分位数回归结果，在 5个分位点处，数字普

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496、0.459、0.42、0.385、0.358，并且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随着分位点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

的系数不断减少。这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不断减弱，验证了假设 5。 

表 10分位数回归结果 

 分位点 

变量 0.1 0.25 0.5 0.75 0.9 

lnindex 
0.496*** 

(0.072) 

0.459*** 

(0.048) 

0.420*** 

(0.035) 

0.385*** 

(0.045) 

0.358*** 

(0.06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三）稳健性检验 4 

本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将 BCC 模型和 CCR 模型测度的技术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

量进行回归。二是使用经济权重矩阵。三是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以上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 2011—2018年 275个地级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第一，

数字普惠金融和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着正向的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存

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能够显著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

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的技术创新效率。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倒 U 型”特征。随着技

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不断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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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应该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继续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

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红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其次，应该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空间效应，

发挥地区间技术创新的俱乐部集聚作用。各地区还应该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因地制宜推动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最后，营

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和产权制度环境。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效率，形成产学研一体的格局促进技术创新。

此外，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同时，应该注重其他因素对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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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估算公式为：FDIit=FDIi,t-1(1-δit)+fdiit，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时间，FDI 表示 FDI 存量，fdi 为

FDI流量，δ为 FDI存量折旧率，借鉴张军等（2004）的方法，选取折旧率为 9.6%。 

2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为：特大城市，500 万人口以上；大城市，100 万—500 万人口；中等城市，50 万—100 万人口；小城

市，50万人口以下。人口规模以 2018年城区常住人口为标准，人口数据来源于《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3选择其他分位数点不影响结论，这里仅报告 5个分位数回归结果。 

4限于篇幅，结果留存备索。 


